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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观的转变：从认识反映论到认识建构论

张浩楠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　 将历史虚构视为谬误而加以拒斥，史学研究中的这一基本观点因契合人们日常朴素的看法而显得

似乎无懈可击。 但这实质上是以知性形而上学的认识反映论作为基础，将实在对象独断地设定为自在

存在，因其坚守非此即彼和有限性，所以无法实现从有限认知到无限对象的超越，难以解决史学争论和

认知变迁的问题，也消解了深化历史认知的意义。 相反，认识建构论在主体活动的基础上确证了外部对

象的实在性并成为真正的无限，使认知与对象达成了动态过程中的辩证统一，从而克服了这些局限。 因

此，史学研究观从认识反映论到认识建构论的转变，将不仅为自身奠定坚实的认识论基础，而且也持续

推动史学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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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史学研究领域中，一种基本的观点得到了

一致赞同，即史学研究要与历史虚构严格地划清

界限，“史学家通过甄别故事中的假象来推进自己

的研究领域，从而为史学谋得一席之地，使其成为

受到公认的论述” ［１］１。 反对历史虚构的做法将赋

予史学论述以科学性的特征，同时表现出“始终在

于表述现实” ［１］４这一史学研究的崇高志向。
初看这种观点，似乎并无不妥，毕竟所有的研

究都致力于求取真实和表述现实，而非仅有史学

研究如此。 况且，人们也一致认可历史要“反对集

体记忆留存下来的神话和传奇，反对那些口头传

述、以讹传讹的故事” ［１］１，力主将虚构勘定为谬

误，因为“历史学者是在认定谬误的过程中还原真

相的” ［１］２。 然而，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通常出现

的情况是针对某一历史对象，相应地会出现多种

不同的史学论述，有的甚至相互冲突，但每种论述

都坚持声称自己如实地还原了现实，并同时指责

对方与科学性和真实性相悖。 在频繁出现的史学

争论中，首先要避免的情况则是：每一种史学论述

均不能单凭自身就担保是科学的，因为其他的论

述无疑可以进行同样的担保，“但一个干巴巴的担

保跟另一个担保恰好具有同样的效力” ［２］５０，或者

说，单凭自身而进行的担保根本毫无科学性和效

力，只是“以之作为确凿无疑的前提，进行‘立论宣

教’” ［３］的独断论而已。 此外，也不能以解决争论

为名而“在这种不真实的认知本身中援引对某种

更好的认知的预感” ［２］５０，因为暂且承认各自均为

对历史对象的不真实的认知，并同时寄希望于某

种更真实的认知，这一做法与其说是为解决史学

争论所采取的策略，倒不如说是对史学争论的直

接回避和间接保留。

一、历史虚构的认识论基础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乃归因于其背后的

前提预设，即“史学言论通过证明谬误而将谬误的

对立面看成现实” ［１］２。 除此之外，更深层次上也

关涉到这种观点的认识论基础。 这种观点认为，
存在着某一绝对客观的历史对象，并且我们对于

该对象会形成相应的概念和认知，而史学研究实

质上是进行审查，“那么所谓审查就是去看看概念

是否符合对象” ［２］５４。 而且，这也是人们日常朴素

的观点，即存在着的东西作为对象，而认知即是要

与对象相符合，由此才会获取真理。
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予以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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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 意 识 在 它 自 身 就 是 为 一 个 他 者 的 意

识” ［２］５４。 如果意识不与某一对象相联系，那么意

识自身便无法形成。 即使是作为最初级的意识形

态的“感性确定性”，其自身若要确立，也必须是

“对于直接的东西或存在着的东西的认知” ［２］６１；
并且，“意识的真理是自我意识” ［４］２０８，而自我意识

若要形成，也唯有“我把我同我自己区别开，而这

对我来说直接处于这 种 区 别 的 并 无 区 别 之

中” ［２］１０５－１０６，即将自身作为自身的对象而与自身相

区分，“它是对无区别者的区别” ［２］１０５。 值得注意

的是，“推进过程意味着回归根据，回归原初的和

真实的东西” ［５］４９，意识和自我意识绝非两种不同

的意识类型，实质上自我意识是意识逐渐向内深

化而达到其自身的根据。 由此可知，无论是意识

还是自我意识，本质上均为一种对象性意识，而认

知的形成就在于确定下意识与对象之间的联系。
这即是日常朴素观点的合理之处，也是史学论述

得以形成的认识论根据。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史学论述必然要与历史对

象相联系，无论这一历史对象是自身还是与自身

相区别的他者，而在于历史对象的存在方式以及

我们如何对其进行认知。 针对这一问题，有两种

不同的理解方式。 一种可称之为认识反映论，正
如日常朴素的观点认为的那样，存在着实在的对

象，而真理性的认识就在于正确地符合该对象。
恰如照镜子这般，镜中的映像要如实地反映具体

实物。 而且，认识反映论有着悠久的理论渊源，可
以追溯至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讲述到：苏
格拉底提议，如果拿一面镜子到处照，那么“你就

能很快地制作出太阳和天空中的一切，很快地制

作出大地和你自己，以及别的动物、用具、植物和

所有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东西” ［６］。
另一种则可称之为认识建构论，即是说，我们

所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身所建构的对象，这便

是由康德在认识论领域中所发起的“哥白尼式的

革命”。 康德主张：“经验本身就是知性所要求的

一种认识方式，知性的规则则必须是我还在对象

被给予我之前因而先天地就在我心中作为前提

了，这个规定被表达在先天的概念中，所以一切经

验对象都必然依照这些概念且必须与它们相一

致。” ［７］这延续到了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认为：
“各门特殊哲学科学的区别只是理念自身的各个

规定，而这一理念也只是表现在这些不同的要素

里。” ［８］４９这深刻影响了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维柯说：“真理就是创造本身 （ ｖｅｒｕｍ ｅｓｓｅ ｉｐｓｕｍ
ｆａｃｔｕｍ）。” ［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指出：“如维

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

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

造的。” ［１０］４２９

可见，将虚构勘定为谬误的史学研究观是将

认识反映论作为其自身的认识论基础，声称在关

于某一历史对象的史学争论中，唯有一种史学论

述真实地符合或者说反映了该对象，而其余的则

是对该对象的不同程度的歪曲，因此均应当被作

为加以否定的历史虚构。 这即是认识反映论的本

质特性：真实反映实在对象的只能有唯一的一种，
正如镜面成像那样，唯有平面镜这一类型才能满

足真实反映具体实物的要求，其他种类则只会呈

现歪曲的映像。 由此，认识反映论似乎无懈可击，
然而其背后有着独断性的前提：设定实在对象绝

对地独立于人的意识，而且也直接设定我们的经

验认识能够与实在对象保持同一。

二、以知性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认识
反映论所陷入的理论困境

　 　 诚然，我们并不否定对象的存在，我们只是针

对对象作为自在的存在即绝对地独立于人的意识

这一设定存有怀疑。 认识反映论并未对这一前提

进行合理有效的论证和说明，相反，其自身若要成

立却依赖于该前提，正如实在对象要绝对地独立

于平面镜，否则无法进行反映活动。 进一步讲，倘
若将认识视为获知对象的工具或媒介，正如黑格

尔所说，“对一件事情使用一种工具，其实不是让

这件事情像它独立存在那样，而是要对这件事情

加以塑造和改造” ［２］４８，“我们所接收到的事情也

不是像它自在存在的那个样子，而是它经过媒介

并在媒介中的那个样子” ［２］４８。 这两种情况均产生

了与其目的完全相反的结果，即是说，认识的目的

原本在于认知到自在存在的对象本身，然而在这

两种情况下所实际认知到的却是经过我们作用的

对象。 况且，即便我们将这种作用消除也无济于

事，因为我们正是通过工具或媒介的作用来对对

象进行认识的，倘若缺少这一作用，我们的认识便

无法形成。
由此可知，认识反映论所陷入的理论困境就

在于，无法比较我们的经验认识与实际所是的自

·０２·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张浩楠：　 史学研究观的转变：从认识反映论到认识建构论

在对象，因此也无法确证我们的认识是否真实地

反映了自在对象。 这乃是一种形而上学实在论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其在一开始便“预设了绝

对站在一边，而在另外一边的认识是独立的并与

绝对相分离的，却反倒是某种实在的东西，或者就

此预设了，认识虽然是在绝对以外，当然也在真理

以外，却反倒是真实的。” ［２］４９正是在此基础之上，
那些声称自身如实反映了历史对象的史学论述实

质上均作了独断论，可以说是在所要研究的历史

对象的外围徘徊。 而且，依据这种“形而上学实在

论”（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实在对象是作为独立

存在的自在对象，而认识者与实在对象是截然分

离的。 因此，历史对象同样可以与认知主体毫无

联系而自在地存在。 然而，这种与人相脱离的对

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是作为一种“非存在

物” ［１１］２１０，是毫无意义的。
以虚构或真实来对某一史学论述进行评价，

并将二者作为严格区分的对立面，这一惯常做法

实质上是认识反映论背后知性形而上学的体现。
同样，“这种形而上学变成了独断论，因为按照有

限规定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必然会假定，在类似

于那些命题的两个对立的论断中，一个论断必定

是真的，另一个论断则必定是假的” ［８］８４。 换言之，
这表现为“非此即彼” ［８］１５１。 因此，在知性形而上

学支配下，史学论述要么真实地反映和表述了某

一历史对象，要么则是作为关于该对象的历史

虚构。
除史学争论外，另一种屡见不鲜的情况则是：

即便某一历史认知暂且被人们视为真实地反映了

某一历史对象，然而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这种认知

也会被加以变更甚至彻底颠覆，而无法处于恒定

中。 类似的历史事件不胜枚举。 譬如，自西汉以

降漫长的封建时代中被尊崇为“至圣先师”的孔

子，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却被当作封建糟粕文化的

代表而遭受抨击。 那么，该如何理解认知这种巨

大的时代变迁？ 倘若依据知性形而上学，对于孔

子的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历史认知，究竟哪一种才

与其本身相符？ 有鉴于此，认识反映论可能会如

此辩解，即认为这些对于孔子的历史认知本质上

均为“不真实的认知”，正如对实在对象进行反映

时采用了并非真正的平面镜。 因此，紧接着要做

的则是继续深化对历史对象的认知，从而达到真

实反映或正确认识对象的目的。 而如上所述，认

识反映论所主张的这种解决方式实质上是对历史

认知差异问题的逃遁，或者说，“这实际上仅仅是

从逃遁中求解放。 但逃遁的人还不是自由的，因
为在逃遁中他仍然受 他 所 逃 避 的 东 西 的 限

制” ［８］１７８，依旧无法回避这一问题。 倘若在史学研

究中，每逢史学争论和认知变迁出现，即针对认知

差异问题对自身加以否定，并且转而寄希望于某

种“更真实的认知”，那么，这种表面看似在不断深

化历史认知的持续进程，实质上只不过是“单调的

或否定的无限性” ［８］１７７。 因此，尽管能够持续深化

历史认知，但是任何史学论述从根本上说都不可

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历史对象，本质上依旧作为“不
真实的认知”。 况且，在审查认知与实在对象是否

符合时，“看来不先在什么地方预设某种尺度作为

根据，似乎就无法进行。 ……而没有这样一种东

西，任何审查似乎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２］５３。 但是，
为了证明该尺度并非偶然找到的东西而不得不诉

诸某一另外的根据，而这一根据同样地也必须诉

诸其自身之外的其他根据，如此后退，以至无限。
这将陷入“第三人论证”式的无穷倒退，从而将无

法寻找到最终的尺度以完成对认知与对象的

审查。
最终，这表明历史对象对我们而言是无法彻

底认知的，因此，以获取关于对象的认知为目的的

认识反映论最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 此外，对我

们而言似乎应该放弃这种关于对象的持续不断的

考察，毕竟我们的认知终究无法达到对象自身。
然而，“说我们终归应该放弃这种总是不断进展的

考察，这无疑是很正确的，但并不是因为这项工作

崇高庄严，而是因为它单调无聊。 沉湎于考察这

种无限进展之所以单调无聊，是因为在这里永远

重复着同类事情” ［８］１７８。
这从中表现出知性形而上学的另一个特征，

即“坚持有限性的观点为最终的观点” ［４］２９，“把有

限的东西变成全然固定的东西、绝对的东西” ［４］２９。
然而，“有限东西存在于它与它的他物的关系中，
这个他物是它的否定，并且把自身表现为它的界

限” ［８］８０。 所以，在知性形而上学支配下所进行的

历史认知实质上均作为了有限的东西，因为这些

历史认知是相对于作为自在存在的历史对象才得

以形成和规定的，即如认识反映论所认为的那样，
对认知与实在对象进行审查，认知要么是真实的

而被接受，要么是虚构的而被拒斥。 倘若仅就历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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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认知本身而言，则无法对其进行真值判断。 同

时，又因为知性形而上学固执地坚守“非此即彼”，
所以实在对象本身则作为了与认知严格区别开来

的无限的东西，“在这里无限性同有限性被固定地

对立起来” ［８］８１。 因此，认识反映论持续考察的进

程实质上是力图实现从有限的认知超越至无限的

对象。
如上所述，这种持续考察的无限进展“仅仅是

一个不断重复的单调性，是有限者和无限者之间

千篇一律的、无聊的交替” ［５］１２３。 其所得到的结果

看似达到了实在对象本身，实质上只是重复出现

的“不真实的认知”，“因此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无

非是一种表面的变换，它永远停留在有限事物领

域里” ［８］１７８。 之所以如此单调，是因为在知性形而

上学支配下，实在对象作为“无限者虽然是有限者

的自在体，但作为一个彼岸世界，却被推到一个朦

胧的、不可触及的远方，而有限者始终置身于这个

远方之外” ［５］１２１。 进而，认识反映论所希冀的“这
种无限性表示的仅仅是应当扬弃有限事物” ［８］１７７，
即认识实在对象本身这一目的虽然被承认为正当

的，但毕竟无法实现，只是一种单纯的理想的东

西。 但稍作考察便很容易明白，在有限性和无限

性的抽象对立中，即便作为理想东西的“这种知性

的无限性，这种纯粹的存在者，本身也不过是一个

有限的东西” ［８］９２。
当认知出现差异即认识反映论自认为认知与

对象不相符时，其声称要更正的是认知而非对象，
这也是日常朴素的观点，要改变认知以使之符合

对象，正如“人们设定一个界限，超出这个界限，然
后又设定一个界限，如此类推，永无尽头” ［８］１７８。
而且，“自在地看来，这个恶劣的无限性和那个恒

久的应当是同一个东西” ［５］１２３，均指向一个触不可

及的理想的彼岸世界。

三、作为将有限认知加以扬弃和真正
无限的认识建构论

　 　 因为认识反映论将实在对象直接设定为独立

不依的自在存在，对对象“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

的形式去理解” ［１１］５０３，所以必然陷入上述困境，史
学研究也无法真正得以确立。 而且，自在存在也

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

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

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 ［１１］２１１。 倘若像认

识反映论所要求的那样去持续考察认知是否符合

于自在存在的对象这类抽象的问题，那么将被马

克思指责为“也许你是个设定一切都不存在，而自

己却想存在的利己主义者吧？” ［１１］１９６由此可见，只
有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实在对象的存在，才能避免

将实在对象作为抽象存在物的独断论。 这即是

说，实在对象实质上并非直接通过其自身，而是依

据认识者或者说在与认识者的联系中被设定为独

立于认识者的自在存在，“它对意识而言成了这样

一种只是为意识而自在存在的对象” ［２］５６。
正如黑格尔所言，“意识是一种二元论，它一

方面把一个不同于它的外在东西当作认识对象，
另一方面自为地存在着，在自身之内把对象当作

一种观念性东西，不是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他者

那里，而是同时停留在自身那里” ［５］１４０，即实在对

象实质上是作为“被意识到了的”实在对象。 对于

马克思而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

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

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

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因为人和自

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

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

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 ［１１］１９６。 这表明，主体

只有在感性活动中才确证了外部对象的实在性以

及自身与外部对象的区分，同时也只有在感性活

动中主体与外在对象形成了统一，即感性活动“既
是人与自然的分裂的结果，也是对这种分裂的克

服。 ……人与满足其需要的资料的关系则是人与

他所创造和铸成的东西的关系。 即使在这个外部

世界中，人与其自身的关系也是如此” ［８］７５；并且，
这一感性活动是主体可以直接地感知和认识到

的，主体对其具有“自明性”。 简言之，“感觉在自

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 ［１１］１９０。
黑格尔和马克思尽管分别从认识活动和感性

活动角度对外在对象的实在性进行确证，但二者

共同表明：主体自身的活动构成了对外部实在对

象的“存在论证明”；对外部对象的认知是在主体

的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各种对象，无论外在自然

还是内在天性，总而言之，自在存在的客体，都是

像它们作为所思的东西存在那样存在的。” ［８］６５这

即是黑格尔哲学“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１０］２２，
它被马克思所继承，同时也是认识建构论的要义，
由此形成了真正的无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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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知性形而上学“回到了一个仅仅是有限的

无限” ［８］１８０相反，“真正的无限东西并不是有限东

西的单纯彼岸，而是把有限东西作为得到扬弃的

东西，包含到自身之内” ［８］１０７。 认知与对象并非牢

固地处于二元对立及分离之中，否则将陷于认识

反映论所希冀的单纯的“应当”；相反，二者统一于

主体的活动基础之上，“但这样一来，这个自在的

为意识的存在就是真实的东西，但这又等于说，这
个东西就是本质，或者说就是意识的对象” ［２］５６。
即是说，主体所要认知的对象实质上是主体对其

所建构起的认知，由此真正形成了主体与外部对

象的统一，也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自在的为意

识的存在具有认知的规定性，但与有限认知的规

定性不同，“这种规定性以后就不再是某物在其与

他物的差别中的有限规定性，而是无限的、把差别

作为扬弃了的东西包含到自身的规定性” ［８］１８１，即
认知自身的规定性是由自己建构的，或者说，“对
于一个对象的真正认识则应当是这样的：对象自

己规定自己，而不是从外面获得自己的谓词” ［８］８１。
因此并非像如上所述的有限东西那样要联系一个

自身之外的他物或者像认识反映论直接声称的那

样，要依据一个现成的外部对象。 换言之，自在的

为意识的存在将有限的认知加以扬弃，由此克服

了单纯的“应当”而成为真正的无限，既作为了主

体方面的认知，同时也确证了外部对象的存在。
而且，进行认知建构的主体“不是处在某种虚

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

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

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１１］５２５。 即主体始终是活动

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从而认知便作为了

具体历史境遇下的存在。 所以，特定历史条件的

变更将导致认知相应的改变，“但在认知的这种改

变中，对认知而言，改变了的实际上也有对象自

身……连同这个认知一起，对象也变成了另外一

个对象……所以当意识在它的对象上发现它的认

知不符合于这个对象时，对象自身也就坚持不下

去了” ［２］５５。 而这些历史条件同样是主体活动的产

物，由此，在主体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１１］１６２

基础上，认知与对象达成了动态过程中的辩证

统一。
伴随着主体“变革的实践” ［１１］５０４，认知与对象

也随之改变，二者并非一次性的恒定符合，这即是

马克思指出的：“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

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

理解。” ［１０］２２同时，对认知与对象的审查也相应地

建立起来，但这种审查绝非是认识反映论所自认

为的外在的比较，“因为这种审查就在于采取某种

已被假定了的尺度，而且凭借被审查的东西与尺

度之间所得出的相同性或不相同性来决定它对还

是不对” ［２］５３。 相反，认知在辩证进展中对自身所

进行的内部比较，或者说，是主体依据其所身处的

或由其所创造的社会历史条件对认知与对象的持

续建构。

四、结语

概括地讲，“这种以知性同一性为准则的证明

陷于从有限东西过渡到无限东西的困难” ［８］８９。 尽

管认识反映论的目的在于认知对象本身，但其实

质上是“一次性”的符合，因为倘若认知与对象相

符，随即便可一劳永逸，或者如上所述，唯有一种

认知方能真实反映对象。 况且，认识反映论所进

行的从有限认知到无限对象的单调的超越将导致

丧失深化认知的意义甚至最终放弃认知。 最终，
认识反映论因作为其基础的知性形而上学的局限

而只能希冀单纯的“应当”，由此所得到的只是与

原初目的相反的结果，始终无法跨越到彼岸的无

限。 换言之，因为“无限者被设定在一个和有限者

就质而言互为他者的关联之中” ［５］１２０而实质上成

了有限的东西，所以无法确证认知是否真实地符

合于对象，由此，史学论述统统成了“不真实的认

知”。
与之相反，认识建构论通过扬弃有限的认知

而达到真正无限的认知，这不仅克服了知性形而

上学对外部对象的实在性进行独断设定的局限，
并从中对史学争论和历史认知变迁进行了合理的

说明，同时避免了知性形而上学的单调的无限进

展对持续深化历史认知的意义的消解。 此外，这
也为主体的建构活动保留了自由的空间，因为依

据知性形而上学，某一史学论述在被规定为对历

史对象的真实反映的同时，便作为了绝对恒定的

唯一尺度，而其他的论述倘若与之产生冲突，则必

然被当作历史虚构而一概遭到否定，以致有损史

学研究的自由。 所以，在认识建构论的基础上，主
体可以始终保有自由的创造性，“只要有自由，有
多少个体， 就可能会有多少个独立的进取中

心” ［１２］，由此，每个主体都有可能成为历史认知辩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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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进展的推动力。 因此，从知性形而上学的认识

反映论到辩证的认识建构论这一史学研究观的转

变，在恢复深化历史认知的意义的同时，将为史学

研究奠定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和敞开足够的自由空

间，从而不断地推动史学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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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ｔｏ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ｌａｙ ｔｈｅ ｓｏｌｉ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ｉｔｓｅｌｆ，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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